
 

村庄治理嬗变：合村并居与村庄治理绩效
−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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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庄治理是国家治理在最基本单位上的实践，关乎乡村振兴的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实现。文章借助全国抽样“千村调查”数据，探讨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村

并居对提升村庄治理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多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机制分析表明，合村并居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制度和提升村民村务参与程度两个渠道改善村庄治

理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交通不便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合村并居明显提高村庄治理绩效，人口减少引起

的合村并居改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合村并居对改善村庄治理绩效具有持续的长期效应。因

此对合村并居的评价不能仅关注现时，也要关注合村并居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对村庄治理的长期促进作

用。文章评估了合村并居在乡村治理方面的政策效应，为基层治理研究提供村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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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村庄治理是国家治理在最基本单位上的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基层的村

庄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如何进

一步提升承载近5亿人口村庄的治理水平，推动村庄治理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

关于如何提升村庄治理水平和绩效，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庄内部禀赋和外部公共品供

给两方面。村庄内部禀赋方面，高道明等（2024）研究了村干部的作用，认为村干部作为当地精

英代表，他们的年龄、学历和营商管理经历等特质显著影响村庄治理绩效。李华胤（2019）研究

得出村庄禀赋会影响村庄治理，例如，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大、分布范围广的村庄，村民异质

性强、诉求多样化，不便于沟通、协调和监督，村庄难以形成有效治理。还有学者研究了宗族权

威的影响，在宗族文化浓厚的村庄，通过有效动员基于地缘、血缘建立的“老人会”这一内生社

会组织能提升治理效率（王海霞和董慧娜，2023）。外部公共品供给方面，聂平平和黄文敏（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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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质性元分析法，研究得出基层党建通过“政治势能下沉”与  “政治动能转化”两条路径，为

村庄治理提供了“弥散性支持”和  “嵌入性支持”。胡卫卫和刘畅（2024）研究得出数字技术作为

智能化、信息化的治理手段展现出了强大的技术理性力量，可为治理主体增能，实现村庄共同

体的再造。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内部和外部治理资源的增加，村庄治理的改善效应会

逐渐减弱（李凯等，2024）。而且已有研究提及的这些提升之道，要么改革阻力较大，要么时间消

耗较长，甚至还要求重塑法规制度，但也未必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村庄内部禀赋和外部公共品供给在提升村庄治理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

提高村庄治理绩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2021—2023年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村庄撤

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强调，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合村并

居是为了更好集约土地资源、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健全管理体制，将邻近

自然村整合，建立新型村庄或社区的综合改革和探索。合村并居作为政府倡导的一种强有力的

行政手段，是否会显著提升村庄治理绩效呢？国内外学者做了相关研究但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一部分学者坚持“合村并居支持论”。李增元和杨健（2022）认为合村并居以就地城市化的方式

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是极度贫困区致富的政策实践。陈靖（2013）认为，合村并居易于吸纳富人、

贤人进入村委会，通过“富人治村”“贤人治村”来改善村庄治理中的资源匮乏窘况。富人村干部

拥有较为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于落实完成各项治理性任务（欧阳静，2011）。武中

哲（2020）认为合村并居减少了村庄数量，需要政府公共财政支援的点减少，地方政府可以集中

力量完善公共设施、改善公共服务。一部分学者坚持“合村并居反对论”。村庄合并后，具有显

著异质性的村民集中居住在一起，由熟人关系转向半熟人关系，易产生纠纷和矛盾，增加村庄

治理难度（郭占锋等，2017）。村庄合并后面积增大，乡镇政府加大了村庄事务干预力度，治理结

构趋向官僚化和科层化，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冯兴元等，2009）。

通过合村并居，形成了泸州纳溪“六合一”、山东德州“平房换楼房”等特色模式，擘画了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同时部分地区也出现村庄规模变大，农村“熟人社会”基础减弱，天然“共同

体”消失（白雪娇，2020），村庄治理难度增加。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已有合村并居对村庄治

理的效果尚未达成一致。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分析或案例分析的视

角，尤其是选择的案例不同，得到的结论也自然会存在一定差异。相关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各个

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导致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理论上，合

村并居带来乡土生活方式、乡土村民的社会秩序和村庄治理规则的嬗变。乡村传统的特征“熟

人社会”“血缘关联”“差序格局”受到冲击，合并后的村庄治理绩效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新形

势下合村并居能否提升村庄治理绩效，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运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合村并居是否实现了“人上楼”治理也

“上楼”，并进一步考察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机制、区域差异和长期效应。相对于现有文

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使用入村入户千村调研数据进行了微观实证，对

合村并居在村庄治理领域的政策效果评估作出了补充性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振兴战略下

村庄治理理论的实践意蕴，实证评估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第二，揭示合村并居影

响村庄治理的“暗箱”，使内嵌其中的“制定更规范的规章制度”和“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机制

得以显化，从而厘清了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第三，本文在探究合村并居改善村

庄治理绩效机理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合村并居影响效果的差异性，对当前文献不一致的研究结

论给出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第四，进一步分析合村并居模式的长期效应。主张对合村并居的

评价不能仅关注现时，也要关注合村并居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对村庄治理的长期促进作用。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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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文评估了合村并居的政策效应，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实现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经验支持。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政策背景

在城市化对人口虹吸效应下，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伴随人口转移，传统村落逐渐褪

去昔日的繁华呈现衰败趋势。农村宅基地空置现象日趋严重，村落涌现“空心化”和“过疏化”景

象。在自然演变过程中，规模较小的村庄往往资源也较为贫瘠，“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零

散分布的小村庄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福利，实现农村现代化。合村并居无疑是农民和基层政

府解决这些难题的举措之一。

城市化带来人口迁移的同时，还带来土地需求的激增。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用地量

激增，受限于耕地保护的约束，用农地来换取发展空间的方式不可持续。我国最早在2000年开

始出台有关合村并居方面的文件
①

，2004年开始实施。2006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拉开

了近20年各地区合村并居接力出现的序幕。引导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成为缓解城乡用地

供需矛盾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出现的“合村并点”“村庄搬迁”都是合村并居在不同区域的展现

形式。合村并居逐渐成为突破发展困境、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革命性力量。

根据《200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村委会数量由

2002年的68.1万个减少到2022年的48.9万个，平均每年“消失”近1万个村庄，主要原因是合村并

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有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合村并居模式虽然兴

起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用地挂钩的背景下，但合村并居增加了供暖、通网、交通等公共服

务供给，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基层政府资源投入效率，简化了行政管理体制，降低了管理

成本，提高了行政和公共服务效率，带来村庄治理的嬗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合村并居后，一方面，村干部更多地由选举出来的村庄贤人担任，他们有可能制定更加规

范的村庄规章制度，有助于形成村民自治局面；另一方面，村民更愿意参与村庄事务，有助于

形成村民与村干部共治局面。因此，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制度和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是提升村庄

治理绩效的中间渠道。

1. 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制度的机理分析。合村并居通过将原本分散的村庄或农村居民点

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或社区，可以整合经济资源和行政权力，从而更有效地制定、执行规章

制度，提高村庄治理绩效。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合村并居有利于村委会合规选举，制定完善的

村规民约，提升治理绩效。一般情况下，选举时村民会把选票投给熟悉的人。村庄合并提高了

村庄内部的异质性，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候选人为在竞选中获胜，往往以推动

村庄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争取不熟悉村民的选票，这有助于村委会选举正规化（邓燕华，2012）。

通过正规化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在制定村规民约时更能考虑多数人的利益，制定的规章制度也

更可能规范。规范的规章制度可以明确村庄治理过程中各方的职责和权力，规范各个主体的行

为，使得各方能够在明确的职责范围内行动，进而提升治理效率（刘伟等，2022）。第二，合村并

居提升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和透明度，保障权益，促进公平，增强互信度。合村并居的过程中，通

常会结合各个村庄的村规民约，召开议事会，整合制定更加完善的规章制度，尽可能消除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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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小村庄因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孕育的不透明规则（陈柏峰，2022）。透明的规章制度可

以保障村庄成员的合法权益，避免权力滥用和不公行为，提高治理效能。此外，在各项规章制

度中，财务制度是最重要的一项。当前，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权责不清、财务公开不细不透、

缺乏监督制衡等问题。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能够明晰资金流向，从而增强村集体成员之间的互

信度，促进治理工作顺利进行（Du等，2020），提升治理绩效。第三，合村并居为规范化制度出台

提供适宜土壤，有利于形成村庄高质量治理的村风民风。在土地出让仍是地方财政收入最主要

来源的背景下，村庄合并既可以减少冗余的管理和行政职能，又可以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大规模

资金（李增元和杨健，2022）。“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村庄财政状况的改善成为培

育村庄规章制度规范化的沃土。规范的规章制度为村民提供了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

念，引导村民形成优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积极向上的村风文明，构建村庄高质量治

理的氛围（袁利平和姜嘉伟，2021），提升治理绩效。

2. 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的机理分析。合村并居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振兴政策，在提升村民

村务参与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合村并居之前农村治理模式多属于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合

村并居之后发展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合村并居在提升村民参与度进而提升治理绩效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合村并居畅通村民诉求表达渠道，激发参与村务的热情，提升治理绩

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村务公开和村民议事制度。涉及

村民利益的事情，在村民内部开展广泛协商，借以充分凝聚村民共识。村庄合并前，村务信息

分割严重、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村民对于不牵扯自身直接利益的事情往往选择沉默。村庄合并

提高网络基础设施供给，激发村民表达意愿。村民以微信群、村民论坛为载体，充分参与村庄

治理（Tong等，2020）。当村民参与村庄决策时，村民可以从现实出发，基于多重视角投票或提出

建议，反映村民多样化的观点和诉求，使得决策更具有全面性和兼容性，减少偏颇性和主观性

（邢中先，2023），有利于提升村庄治理绩效。第二，合村并居提高村民幸福感，形成村庄“共同

体”，提升治理绩效。村庄合并以后，带来规划科学、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增加

村民的幸福感，村民更愿意主动地参与村级事务，并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激发村民自治内

生动力。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既可以降低成本，形成有效监督，还能通过共同参与增加村庄凝聚

力，减少“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担，我的村庄我来管”的村庄共

同体（毛一敬，2021），有利于提升村庄治理绩效。第三，合村并居促使部分村委会管理功能转变

为社区服务功能，提升治理绩效。从村委会功能上看，合村并居后许多社区组织取代村委会，

服务功能逐步代替管理功能（王兆林等，2021），社区工作人员由基层党组织推荐。另外，合村并

居前，治理主体是基层政权和群众；合村并居后，新添了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主体。村委

会职能转变以及多元主体的参与，更易于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多元共治”的局面（尹世

久，2018），有利于提升村庄治理绩效。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H1：合村并居能够改善村庄治理绩效；

假说H2：合村并居可以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制度来改善村庄治理绩效；

假说H3：合村并居可以通过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来改善村庄治理绩效。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主题是乡村振兴追踪调查。样本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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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级市247个，走访村庄1 022个，访谈农户15 987家。2018年，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

全国为14 617元，样本区域为14 771元；从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看，全国为7.78年，样本区域

为7.65年。进一步T检验显示，全国均值与样本均值之间差异不显著，表明样本代表性质量较

高。数据分为两部分：村庄调查和入户调查。村庄调查主要关注村庄整体信息，包括村庄人口

规模、财务情况等。入户调查主要关注农户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等。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村庄治理绩效。乡村治理包括多个维度的目标，例如环境治理、人文治理、

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配套等。因此，衡量村庄治理绩效往往需要多个指标。村民是乡村治

理的最直接的体验者和参与者，能够对村庄治理的成效做出更全面、更直观的评价。当前的村

庄依然是“人治”和“法治”的综合体。村干部作为村庄治理中人治的实施者，如果能有效优化村

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化解村民纠纷和解决村民诉求，村干部的治理水平会得到村民认可，

村民对村干部满意度也会提升。反之，如果村干部权责失调，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在面对村

民诉求时推诿扯皮，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被破坏，村民对村干部满意度下降。事实上，在村级

组织的行为不以总体合法性为依归，而是上级政府的具体考核为导向的背景下，常常将村民对

村干部满意度纳入村庄治理评价体系（郭占锋等，2017）。另外，从“法治”角度看，村民认可村干

部的治理能力，也容易接受村干部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Qu等，2022）。鉴于此，结合数据可得

性，本文选用村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简称“村干部满意度”）和村民对各项规章的遵从度（简

称“规章遵从度”）作为评价指标来刻画村庄治理的水平。

本文选用的表征乡村治理水平两个指标均来自问卷中的“治理有效”模块。其中调研村干

部满意度的问题为“您对目前在任的‘村官’感觉如何”，回答选项分别为：“很满意、比较满意、

基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不清楚”。由于回答“不清楚”的村民态度模糊，删除该选项，剩余4项

依次赋值4、3、2、1，赋值越大，表示满意度越高。调研规章遵从度的问题为“您认为村规民约等

各项规章公布施行后，村民遵守执行情况如何”，回答选项分别为“很好、比较好、一般、不太

好、很不好”，依次赋值5、4、3、2、1，赋值越大，表示遵从度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合村并居。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合村并居，将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赋

值为1，否则赋值为0。考虑到合村并居效果的滞后效应，合并时间较晚的村庄对村庄治理影响

的效果还未充分体现，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删除了2018年经历合村并居的样本，使用剩余

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在基准回归部分保留了全部年份样本。

3.机制变量。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合村并居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规章制度和提升村

民村务参与度两条路径对村庄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其中，规章制度包括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

度，问卷关于这两种规章制度设定的变量分别是：补贴是否透明公开、支出是否合理和村民对

财务支出信息是否知晓。村民村务参与度用以下问题来量化：村民是否参与村务决策、是否参

与调解纠纷以及是否参与建设村规民约等制度。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表示被调研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是否党

员户、是否少数民族户等；第二类表示被调研农户所在村庄的特征，包括村庄常住人口数量、

村集体年收入、临近主城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核心村干部性别、核心村干部年龄等。各变

量具体含义及说明详见表1。

（三）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研究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设定如下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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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fv,i = α1Combv+

n∑
j=1

β jXv,i+Countyp+εv,i (1)

E f fv,i
Combv

Xv,i

Countyp

εv,i

在（1）式中， 代表被解释变量村庄治理绩效，参考徐超等（2023）文献，用村干部满意

度和村民对规则遵从度两个指标来测度，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合村并居，用虚拟变量表

示，0表示该村庄没有合村并居经历，1代表有。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和村庄特

征，家庭特征包括是否党员、是否少数民族、是否信教、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村庄特征包括村

庄常住人口数量、村集体年内收入、临近主城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村庄到最近公路距离、

是否为郊区、是否为工矿区、核心村干部性别、年龄、任期。 是县域虚拟变量，控制各县

级地区固有特征。 为误差项。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村民对在现任村干部是否满意：很满意设为4，比较满意设为3，

基本不满意设为2，非常不满意设为1 7 009 2.234 1.093

规章遵从度
村民对村规民约遵守情况：很好设为5，比较好设为4，一般设为3，

不太好设为2，很不好设为1 6 914 3.951 0.865

核心解释变量

合村并居
本村是否曾经历过合村并居：经历过，设为1；

没有，设为0 7 003 0.326 0.468

机制变量

补贴公开化
村民认为村里支农惠农等财政补贴信息是否公开透明：透明，

设为1；不透明，设为0 6 938 0.832 0.379

支出合理化
村民认为村庄财务支出是否合理：非常合理为2，基本合理为1，

不合理为0 7 009 0.700 0.862

信息知晓度
村民是否清楚村庄财务支出：非常清楚设为2，基本清楚设为1，

不清楚设为0 7 010 0.644 0.825

主要村务的
村民参与度

村民认为谁来决定村庄事务：全体村民决定设为4，村民代表决定
设为3，村民和村干部决定设为2，村干部决定设为1 7 002 1.524 0.915

是否参与纠纷调解 参与村庄事务纠纷调解设为1，不参与设为0 7 000 0.333 0.472
是否参与各项
规章建设

村民参与建设村规民约等各项规章设为1，不参与设为0 6 996 0.377 0.485

控制变量

党员户 党员户设为1，非党员户为0 7 019 0.267 0.443

少数民族户 少数民族户设为1，非少数民族户设为0 7 016 0.063 0.242

信教户 信教户设为1，非信教户设为0 6 996 0.039 0.194

家庭规模 2018 年被调研村民家庭户籍人数（人） 7 012 4.497 5.302

家庭收入 2018 年被调研村民家庭收入（元） 6 793 78 639.841 20 720

村庄常住人口 2018年被调研村庄常住人口数（人） 6 795 714.377 201.330

村集体年收入 2018年被调研村庄年收入（元） 6 771 15 487.303 2 764.551

临近主城人口规模 临近被调研村庄主城人口数量（万人） 6 843 61.376 35.109

临近主城经济规模 临近被调研村庄主城GDP数量（亿元） 6 715 289.045 69.225

本村到最近公路距离 村庄距离最近的公路的长度（千米） 6 989 3.409 31.837

本村是否为城市郊区 村庄位于城市郊区设为1，非城市郊区设为0 6 979 0.288 0.453

本村是否为工矿区 村庄位于工矿区设为1，非工矿区设为0 6 890 0.010 0.098

核心村干部性别 男性设为1，女性设为0 6 826 0.927 0.261

核心村干部年龄 实际年龄（年） 6 708 49.648 9.730

核心村干部任期 任现职的时间长度（年） 6 713 7.909 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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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i

在基准回归（1）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模型（2）和（3）继续识别合村并居提升村庄治理绩效的

作用机制。在模型（2）中， 为中介变量，包括村庄规章制度和村民村务参与度，其含义已

在变量说明部分做了阐释。

Metav,i = a1Combv+

n∑
j=1

β jXv,i+Countyp+εv,i (2)

E f fv,i = α1Combv+α2Metav,i++

n∑
j=1

β jXv,i+Countyp+εv,i (3)

（四）描述性分析

基于调研样本数据，图1报告了村干部满意度情况：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村民对在任村

干部表示很满意占14.8%，比没有合村并居经历的高3个百分点；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村民

对村干部非常不满意占72.1%，比没有合村并居经历的低6个百分点。图2报告了规章遵从度情

况：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村民对规章制度遵从得很好，占28.3%，比没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

庄高1个百分点；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村民对规章制度遵从得很不好，占1.2%，比没有合村

并居经历的村庄低2个百分点。进一步利用 t检验判别两组差异，p值均小于0.05，表明有合村并

居经历的村庄和没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在统计上具有显著差异。从图1和图2也可以直观看

出，合村并居有利于提高村庄治理的满意度，降低不满意度。但要确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四、  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2列示了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回归结果。表2第（1）—（3）列报告了用村干部满

意度来表示村庄治理绩效的回归结果。第（1）列报告了合村并居作为独立变量对村干部满意度

的影响。第（2）列加入农户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发现合村并居估计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第（3）列进一步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合村并居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2第（4）—（6）列报告了用规章遵从度来表示村庄治理绩效的回归结果。在合村并居作为独立

变量、加入农户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和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回归后，合村并居均在1%显著性

水平上改善村庄治理绩效。这也证明了本文的假说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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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村并居与村干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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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村并居与规章遵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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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规章遵从度

（1） （2） （3） （4） （5） （6）

合村并居
0.1305***

（0.0384）
0.1071***

（0.0295）
0.1064***

（0.0334）
0.0292***

（0.0045）
0.0271***

（0.0063）
0.0255***

（0.0049）

党员户
0.3567***

（0.0281）
0.3340***

（0.0320）
0.2405***

（0.0212）
0.2317***

（0.0301）

少数民族户
0.1080**

（0.0545）
0.1129*

（0.0605）
0.0675***

（0.0203）
0.0177***

（0.0049）

信教户
−0.0621
（0.0640）

−0.0707
（0.0908）

−0.0464
（0.0451）

−0.0559
（0.0601）

家庭户籍人口
0.0103***

（0.0027）
0.0094***

（0.0025）
0.0078*

（0.0037）
0.0113***

（0.0037）

家庭收入对数
0.0353***

（0.0114）
0.0349***

（0.0101）
0.0117*

（0.0055）
0.0109*

（0.0058）

村庄人口对数
−0.0675*

（0.0321）
−0.1259***

（0.0244）
村集体年
收入对数

0.0513***

（0.0141）
0.0479***

（0.0129）
临近主城

人口规模对数
−0.0068
（0.0057）

−0.0049
（0.0037）

临近主城
经济规模对数

0.0089*

（0.0043）
0.0074*

（0.0032）
本村到最近
公路距离

−0.0022**

（0.0009）
−0.0039**

（0.0016）

是否为郊区
0.0930**

（0.0367）
0.1065***

（0.0279）

是否为工矿区
0.1833***

（0.0651）
0.1715**

（0.0672）
核心村干部

性别

0.0501**

（0.0237）
0.0245***

（0.0064）
核心村干部

年龄

−0.0087***

（0.0025）
−0.0043*

（0.0020）
核心村干部

任期

0.0115***

（0.0034）
0.0097*

（0.0046）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R2 0.0705 0.0946 0.1055 0.0638 0.0967 0.1193

　　注：①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标准误。②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了比较合村并居（处理组）与非合村并居（参照组）的

差异，本文继续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创造准自然实验需要的条件。根据农户特征和村庄特征，

利用 logit模型计算每个被访者的倾向得分值，依据得分值进行匹配，为合村并居找到“反事实”

的参照组。采用半径匹配（匹配半径为0.01）和核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参照组样本进行匹配，

进而分析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

显著为正。PSM结果也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第二，采用ordered-Probit方法。ordered-Probit常用于处理变量为离散型、而且各个选项之间

存在明显序数关系的问题。本文选用的第一个被解释变量村干部满意度设定从“很满意”到“非

常不满意”，第二个被解释变量规章遵从度从“很好”到“很不好”，都具有明显的序数特征。鉴于

此，本文采用ordered-Probit方法来重新评估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表4第（1）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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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报告了采用ordered-Probit方法回归结果，结果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3    合村并居与村庄治理绩效（PSM）

匹配前后 合村并居 非合村并居 两组差异 S.E. T-stat

村干部满意度 匹配前 4.3165 4.2082 0.1083 0.0341 3.18

半径匹配(0.01) 匹配后 4.3219 4.2063 0.1156 0.0334 3.46

核匹配 匹配后 4.3214 4.2051 0.1165 0.0429 2.72

规章遵从度 匹配前 3.9653 3.8521 0.1132 0.0374 3.03

半径匹配(0.01) 匹配后 3.9670 3.8411 0.1259 0.0425 2.96

核匹配 匹配后 3.9675 3.8504 0.1171 0.0391 2.99
 

 
 

表 4    基于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规章遵从度

（1） （2） （3） （4） （5） （6） （7） （8）

合村并居
0.1685***

(0.0348)
0.0114***

(0.0039)
0.0170***

(0.0054)
0.0236***

(0.0087)
0.0684**

(0.0327)
0.0105**

(0.0035)
0.0145**

(0.0064)）
0.0209***

(0.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6 703

R2 0.0639 0.0712 0.0459 0.0579 0.0561 0.0623 0.0604 0.0511
 

第三，对主观指标重新赋值。被调研对象出于不同考虑可能不诚实客观地报告数据，导致

样本数据出现偏差。例如，为了维护村庄形象、避免被视为不合群而选择高报，或者村民因“选

择性观察”而低报。为消除数据高报或低报造成的偏差，对主观指标重新赋值。具体地，当出现

数据低报时，对村干部“非常不满意”赋值为0，其余赋值为1；对规章遵从度“很不好”赋值为0，

其余赋值为1。当出现数据高报时，对村干部“非常满意”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对规章遵从度

“很好”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表4第（2）和第（6）列报告了出现低报情况下对主观指标重新赋

值回归结果，第（3）和第（7）列报告了出现高报情况下对主观指标重新赋值回归结果。回归结

果发现，对主观指标重新赋值后，合村并居仍然显著改善了村庄治理绩效。

第四，选用客观指标。本文选用村庄个人纠纷数量来刻画村庄治理状况，原因：一是村庄纠

纷数量体现治理机制，过多的纠纷数量意味着治理机制不顺畅，治理绩效不理想；二是村庄纠

纷数量体现公平公正性，纠纷的产生多与各种资源分配不公有关，而资源分配的质量又体现村

庄治理的状况。表4第（4）和第（8）列报告了选用村庄个人纠纷数量表示村庄治理状况回归的结

果，再次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2.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剔除2018年经历合村并居的样本。鉴于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如果村庄发生合村并居的时间距离调研时间较短，则合村并居的效果来不及充分显现。参考杨

婵和贺小刚（2019）的处理方法，本文剔除发生合村并居的时间距离调研时间小于等于1年的样

本（即2018年经历合村并居的样本），以确保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表5第（1）列和第（4）列报告

了利用剔除2018年经历合村并居的样本回归的结果。结果支持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促进作用。

第二，排除精英村干部的干扰。村庄合并意味着更多的人竞争有限的村干部名额，因此在

竞争中胜出的村干部素质和治理水平会更高。依据精英政治理论，村民对这类人有更多的好感

和认可度，进而对村干部满意度和规章遵从度也会更高。鉴于此，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村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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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绩效改善的原因有可能来自精英村干部而非合村并居。为排除这种竞争性假说，本文在模型

中进一步加入精英村干部这一控制变量。具体而言，选择村中德高望重成员、村里能人成员以

及文化人作为精英村干部的代理变量。表5第（2）列和第（5）列报告了排除精英村干部干扰情况

下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结果依然支持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促进作用。

第三，排除民主选举的干扰。村庄合并会扩大原始村庄的规模，合并后的大村庄可能会降

低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候选人贿选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幅度增加，实行民主选举的可能

性增大。因此，有合村并居经历的村庄实施民主选举的可能性也较大。为了排除这一竞争性假

说，证实是合村并居而非民主选举改善了村庄治理绩效，在模型（1）中加入“是否民主选举”这

一变量。表5第（3）列和第（6）列报告了排除民主选举变量干扰情况下的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

效影响结果。结果显示，加入“是否民主选举”变量对原模型冲击较小，合村并居的系数仍然十

分显著，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规章遵从度

（1） （2） （3） （4） （5） （6）

合村并居
0.1049***

（0.0226）
0.0913***

（0.0275）
0.0951***

（0.0316）
0.0385***

（0.0141）
0.0325**

（0.0155）
0.0290***

（0.00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 511 6 681 6 701 6 511 6 681 6 701

R2 0.1058 0.1311 0.1125 0.1178 0.1264 0.1313
 

3.工具变量估计

囿于影响村庄治理的因素众多，模型仍然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

此，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科学性。工具变量1借助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一

政策来构建。具体定义如下：如果合村并居的经历发生在2014年之后，工具变量赋值为1，否则

赋值为0。选择该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一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就城市化而言，“迁移的城市化”远不

如“就地的城市化”。因此，该文件较大推动了合村并居的进展，该工具变量满足与核心解释变

量相关性的要求。二是中央一号文件由中央政府制定，与基层政府的治理绩效无关，满足外生

性要求。表6报告了使用2SLS回归的结果。
 
 

表 6    工具变量1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合村并居 村干部满意度 合村并居 规章遵从度

工具变量
0.3025***

（0.0628）
0.2871***

（0.0543）

合村并居
0.1067***

（0.0261）
0.0366***

（0.01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8.3935 19.1204

样本数 6 631 6 631 6 574 6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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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可见，本文选取的工具变

量是合理可靠的。表6第（1）列和（3）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合村并居与工具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相符。

工具变量2选用调研问卷里面的“村庄是否有公厕”。具体定义如下：如果村庄有公厕赋值

为1，否则赋值为0。选择该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一是，合村并居会导致村庄规模变大或升级成社

区，人口流量增加，设立公厕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没有经历合村并居的传统村庄一般没有公

厕，因此合村并居和建立公厕有较大相关性。二是，公厕与被解释变量村庄治理关系不大，满

足外生性要求。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结果排除了公厕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7报

告了使用2SLS回归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7    工具变量2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合村并居 村干部满意度 合村并居 规章遵从度

工具变量
0.2560***

（0.0675）
0.2057***

（0.0533）

合村并居
0.1332***

（0.0364）
0.0590***

（0.01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5.3311 23.1709

样本数 6 565 6 565 6 329 6 329
 

（三）机制分析

1.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规章制度。合村并居能够通过规范村庄的规章制度来提高治理效

果。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利用三个指标来识别这种影响途径：补贴公开化、支出

合理化以及信息知晓度。补贴公开化和支出合理化体现了村庄管理者在财务制度上的努力。表8

第（1）列和（2）列报告了合村并居对补贴公开化和支出合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合村并居对

二者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村庄的财务制度因为合村并居而更加规范和完善。信息知

晓度体现了村庄管理者在信息披露制度上的努力。表8第（3）列报告了合村并居对信息披露制

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合村并居对信息披露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村庄的信息披露制

度因为合村并居而更加规范和完善。
 
 

表 8    合村并居影响村庄规章制度、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的估计结果

变量

规章制度 村民村务参与度

（1）
补贴
公开化

（2）
支出
合理化

（3）
信息
知晓度

（4）
主要村务
村民参与度

（5）
是否参与村
务纠纷调解

（6）
是否参与各项
规章建设

合村并居
0.0692**

(0.0331)
0.1154***

(0.0276)
0.0864***

(0.0239)
0.1453***

(0.0342)
0.0254*

(0.0113)
0.0594**

(0.02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531 6 531 6 531 6 529 6 529 6 529

R2 0.1214 0.1629 0.2012 0.1114 0.1338 0.1057
 

2.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合村并居能够通过提升村民对规章制度的遵从度来提高治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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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利用三个指标来识别这种影响途径：主要村务的村民参

与度、是否参与村务纠纷调解、是否参与各项规章建设。表8第（4）列、（5）列和（6）列报告了合

村并居对这三个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合村并居对三者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至少在10%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合村并居能够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

表9为村庄规章制度和村民村务参与度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表示规

范的规章制度变量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规范的村庄制度有助于改

善村庄治理绩效；表示村民村务参与度变量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提高村民村务参与度有助于提升村庄治理绩效。
 
 

表 9    合村并居影响村庄绩效估计结果

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规章遵从度

合村并居
0.0572***

（0.0118）
0.0513***

（0.0141）
0.0162***

（0.0045）
0.0276***

（0.0059）

补贴公开化
0.6143***

（0.0953）
0.3176***

（0.0565）

信息知晓度
0.0747***

（0.0261）
0.0635**

（0.0297）

支出合理化
0.3025***

（0.0374）
0.1804***

（0.0295）

村务参与度
0.2847***

（0.0211）
0.1220***

（0.0276）

村务纠纷调解
0.0913***

（0.0241）
0.0588*

（0.0289）

参与规章建设
0.2579***

（0.0363）
0.2245***

（0.04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531 6 531 6 529 6 529

R2 0.1945 0.1250 0.1166 0.0698
 

结合表8和表9，本文认为合村并居可以直接改善村庄治理绩效，制定更加规范的村庄规章

制度和提高村民村务参与度在合村并居与改善村庄治理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四）进一步分析

1.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异质性。根据调查问卷，最近一次合村并居的动因主要分

为三类：交通不便、自然灾害和村庄常住人口减少。表10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

（4）列报告了选用交通不便引起合村并居的样本回归的结果，结果支持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

促进作用。第（2）列和第（5）列报告了选用自然灾害引起合村并居的样本回归的结果，结果支

持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促进作用。第（3）列和第（6）列报告了选用村庄常住人口减少引起合

村并居的样本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进一步检验结果

表明，交通不便和自然灾害组间差异不显著，而交通不便和村庄常住人口减少组间差异、自然

灾害和村庄常住人口减少组间差异均在不低于10%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各村资源禀

赋不同导致村民对合村并居的期望值也存在差异。交通不便和自然灾害的村庄通过合村并居，

生活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满意度得到提升。常住人口减少的村庄，在村庄合并时贡献了大量的

宅基地，而得到的补偿没有达到预期，对合村并居后村庄治理的效果满意度较低。

2.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时效性。当谈到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时，持久

性和暂时性是值得关注的两方面。如果合村并居仅在初始阶段有效，不能持续改善村庄长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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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绩效，那么把合村并居作为提升乡村治理绩效措施的做法需要谨慎使用。反之，持久性效应

意味着合村并居对治理绩效的改善具有长期效应，甚至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改善作用还会增

强。本文继续检验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时效性。
 
 

表 10    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异质性

变量
村干部满意度 规章遵从度

（1） （2） （3） （4） （5） （6）

合村并居
0.0974***

（0.0251）
0.1059***

（0.0390）
0.0589
（0.0647）

0.0347***

（0.0113）
0.0318***

（0.0059）
0.0231
（0.01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 231 1 035 3 265 2 231 1 035 3 265

R2 0.0635 0.0716 0.0458 0.0550 0.0614 0.0603
 

由于本文样本为截面数据，无法从时间维度直接考察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绩效的持续效

应，因此本文选用合村并居发生的年数来衡量时效性。具体地，用调研年份（2019）与合村并居

发生年份的差值来表示合村并居的年数，然后用该年数对村庄治理绩效回归。表11第（1）和第

（2）列报告了OLS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年数系数为正，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合村并居的作用是持续和长久的，而非暂时性的。表11第（3）和第（4）列报告了利用嵌套

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年数前面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也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表 11    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时效性

变量
OLS 模型 嵌套logit模型

（1）
村干部满意度

（2）
规章遵从度

（3）
村干部满意度

（4）
规章遵度

合村并居
发生年数

0.0056*

（0.0025）
0.0034**

（0.0015）
0.0096***

（0.0024）
0.0059***

（0.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 425 6 425 6 425 6 425

R2 0.0793 0.0845 0.1049 0.1034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村庄治理是国家治理在最基本单位上的实践，关乎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实现。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合村并居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作用机理，并得

到三个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借助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构建多种计量模型，

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合村并居对提升村庄治理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多种

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机制研究表明，合村并居规范了村庄规章

制度，提升了村民村务参与程度，进而改善村庄治理绩效。异质性研究表明，交通不便和自然

灾害引起的合村并居显著提高村庄治理绩效，人口减少引起的合村并居改善效果不显著。进一

步研究表明，合村并居对提升村庄治理绩效具有持续的长期效应。本研究为乡村治理绩效研究

提供村级证据，对推进乡村振兴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稳妥有序推动合村并居，优化村庄布

局。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多种矛盾与冲突，政府要适时完善各种配套政策，平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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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合村并居工程，提升村庄治理绩效，更好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第二，完善村民参与机制，保

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畅通村民表达诉求的渠道，提升村民村务参与度。同时，制

定更加规范的村庄制度，完善财务补贴、土地分配等制度，降低质疑性，提升透明性和合法性，

提升村民遵从度，提高村庄治理绩效。第三，对于合村并居效应的衡量不能仅以现时为标准，

合村并居对村庄治理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短期内，合村并居也许会产生一些弊端，诸如引发资

源整合重新分配的矛盾、缺乏认同感、新村落文化再造等，但合村并居对提升村庄治理绩效具

有持续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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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Village Mergers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a Thousand-village Survey

Zhang Junwei1,  Zhang Jinhua2,  Du Jianjun3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Rizhao 276826, China; 2.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

Summary: Village governance is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most basic uni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by 2035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ill be basically achieved. This set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grassroots village governance.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Thousand-village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2019, and employs various empirical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illage  mergers  on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llage  mergers

significantly  improve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Mechanism  testing  indicates  that  village

mergers improve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two channels of establishing more

standardized  village  institutions  and  enhancing  villager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affai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village mergers due to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hile  the  effect  of  village

mergers  due  to  population  decline  i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village  mergers

have  a  sustained  long-term effect  on  improving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t  is  advoc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of village merger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present, but also on the long-
term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policy  lag  on  village  governanc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we should promote village mergers steadily and orderly, optimize village layout, and

improve vill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Second, we 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villager

participation,  smooth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express  their  demands,  and  enhance  villager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affairs.  Third,  we  should  establish  more  standardized  village  institutions,

enhance  transparency  and  legitimacy,  and  increase  villager  compliance.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policy effect of village mergers on rural governance, provides village-level evidence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village merger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long-ter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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